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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两期ＣＧＳＳ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不同

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

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

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

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

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

后，用分层线性模型（ＨＬＭ）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

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２００５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

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２０１３年较高的水平

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

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

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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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早在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参见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

　　秉承古代的天命观念，现代中国是一个目标导向型国家，它承诺要
让大部分中国人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赵鼎新，２０１３）。１而幸福感
正是对社会福利最终结果的一种测量（Ｔ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ｕ，２０１３）。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物质层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当物
质条件日益富足后，民众的自我满足和幸福感程度是怎样的？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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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群体之间又存在何种差异？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对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近十年来不同阶层
的幸福感变化，以展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变迁对不同阶层群体的差
异性影响。研究发现，２０１３年各阶层的幸福感水平都比２００５年有所
增长，但中下阶层增长的幅度更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汲
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的急剧提升可以使资源和幸福感向中下层群体

倾斜。

２．“主观幸福感”提法颇为繁复，这主要来自对英文的直译。幸福本来就是主观的，下文皆简
称“幸福感”。

３．如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完善的社保和养老体系，不同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都高于年轻
人，但在中国的老年人中并不存在这一趋同倾向（黄嘉文，２０１３）。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探讨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以及转型时期中
国各阶层存在的幸福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二部分介
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第三部分分析幸福感的阶层差异变迁和
国家再分配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第四部分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中国人幸福吗？

（一）社会变迁与幸福感
对幸福及其根源的探讨由来已久，且众说纷纭。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２把是否幸福的判断权交给个体自己，而非任何
外在的权威或标准。幸福感是个体对实际生活和理想生活状态进行比
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
（Ｄｉｅｎｅｒ，２００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年龄、性
别、族群、户籍、教育、健康、收入、财富和迁移等个体因素（边燕杰、
肖阳，２０１４；迪顿，２０１４；马丹，２０１５；吴愈晓、王鹏、黄超，２０１５；曾迪洋、
洪岩璧，２０１６）；二是个体所处的时期和所属世代等宏观结构与环境因
素（Ｙａｎｇ，２００８）。３

幸福感既是个体对客观状态的事实判断，也是对生活意义的价值
判断。重视生活情趣和追求精神享受者的幸福感往往高于重视金钱和
追求物质享受者（张学志、才国伟，２０１１）。心理学家认为，影响幸福感
的主要因素是主观上所认为存在的差异，而非实际差异（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伊斯特林（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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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并不能购买幸福，虽然富人会比穷人更幸福，但一个社会的平均幸
福水平是恒定不变的，即使其中大多数成员的人均收入呈增长趋势，这
就是“伊斯特林悖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幸福感变迁之间的
关系也可放到“伊斯特林悖论”的框架下审视。

“伊斯特林悖论”的两个主要解释视角是“正当化调整”和“相对优
势／剥夺”机制。首先，“正当化调整”认为，幸福感不受绝对生活标准的
影响，因为人们会很快适应新标准，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德国的
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收入增长对当下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但四年
后这一提升作用基本消失，幸福感出现大幅度回落（Ｄｉ　Ｔｅｌｌａ，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其次，幸福感源自与他人（特定参照群体）社会境况的比较。一
般而言，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以上的人觉得更幸福。因此，“相对优势／剥
夺”的解释认为，只要社会平均水准两侧的人口比例不变，整个社会的
平均幸福感就不会变化（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但“伊斯特林悖论”的经验基础也受到诸多挑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以来，发达国家和部分欠发达国家民众的幸福感一直在上升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ｇｅｒｔｙ，２００６），这主要受益于自由选择权利（政治环
境和公共参与）的扩展和提升（Ｄｏｒ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对多国数据的分析也显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
关系，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比相对收入更为重要和显著（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０８；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２０１３）。近年来，伊斯特林等（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对“幸福感—收入悖论”有所修正，认为短期内可能会发
现幸福感与经济走势相关，但从长期来看，社会的幸福水平和整体收入
水平没有关系。
伊斯特林等（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认为中国是证明其悖论的绝佳

实例，但相关研究结论分歧颇大。一种观点支持“伊斯特林悖论”在中
国的适用性，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同步提升（鲁
元平、张克中，２０１０；Ｓｔｅｖｅ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１；Ｗｕ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３；吴菲，

２０１６），甚至有所下降，直到２００５年以后，满意度才开始回升，呈现 Ｕ
形态势（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虽然整体幸
福感下降的趋势并不完全符合“伊斯特林悖论”的稳定假说，但研究者
对下降原因的解释却同样仰赖社会比较或相对剥夺机制。随着中国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急剧增大，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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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恶化，再加上失业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弱化，从而导致生活
满意度下降（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９）。“相对剥夺理
论”从相对效用角度出发，强调横向比较，但忽略了纵向维度的比较。

在现实中，个体往往不仅和他人比较，也会把当下与过去进行比较，从
而影响其态度和幸福感（怀默霆，２００９）。４

４．“与过去比较”不同于“正当化调整”，因为前者认为与过去相比的好坏会影响当前幸福感，
而后者认为无论怎样，人们都会习以为常，适应新生活。

５．如布罗克曼等（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所使用的数据来自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的“世界价
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ｒｖｅｙ，ＷＶＳ），每期的中国样本量仅１　０００个左右，样本规模偏小。
伊斯特林等（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指出根据 ＷＶＳ数据分析得到的１９９０年中国个人幸福感
模式与前苏联非常接近，表明了该数据的可靠性。但那时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１０年左右，而
前苏联处于解体前夕，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颇值得商榷。此外，ＣＧＳＳ数据各期之间对幸福
感的测量也存在一定差异。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民众的总体幸福感呈上升趋势。零点调查
公司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幸福感均值依次是３．２５、３．４４、

３．５０、３．４２、３．５３、３．４０、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８和３．５４。刘军强等（２０１２）比
较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多期ＣＧＳＳ数据，发现２０１０年各群体的幸福感
比例均保持在２００３年的２倍左右。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感并
未降低，而是呈上升趋势，并且是大多数群体所共有的趋势，并推测主
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互相龃龉的结论来自中国
改革变迁带来的双重后果，一方面，改革推动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
得到普遍改善；另一方面，各类社会问题凸显，尤其是不平等加剧、贫富
差距扩大（Ｗｕ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３）。同时，数据测量和观测时点的不一致也
影响了结果的不统一（刘军强等，２０１２）。５

（二）幸福感的阶层差异与社会政策
在转型社会中，伴随着社会快速变迁，不同阶层群体生活机遇受到

的影响可能极其不同，幸福感也因此产生分化。但有关“伊斯特林悖
论”的探讨注重宏观层次的幸福感水平，对特定社会中不同群体间可能
存在的幸福感变化差异关注不足。其次，已有研究集中探讨收入与幸
福感的关系，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聚焦点仍在收入分层（鲁
元平、张克中，２０１０；邢占军，２０１１；黄嘉文，２０１６）。职业效应往往被操
作化为雇佣状态的影响（Ｗｕ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３），对职业阶层之间的幸福感
分化讨论并不多，只见到过张云武（２０１５）的研究。

·０１１·

社会·２０１７·２



陆学艺（２０１０：４０５）认为中产阶层是近年来明显获益的阶层。比
如，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工作的个体较少存在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因
而幸福感较高（Ｈｕ，２０１３）。但布罗克曼等（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指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各个收入层次群体的幸福感都有所下降。伊
斯特林等（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认为，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总体幸福
感无显著增长是因为改革初期相对平等化的生活满意度已经为日益加

大的阶层差距代替，中上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虽有所上升，但教育程度较
低和收入较少的底层的幸福感却显著下降。６该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恶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总体、农村和城镇
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增长态势，１９９２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等
于或高于０．４（程永宏，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也未呈现下降趋势（杨耀
武、杨澄宇，２０１５）。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大量财富为上层攫取，
这一“顶层驱动的不平等”导致 “受挫的得利者”（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ｒｓ）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ｔｉｎａｔｏ，２００２），也即中国人常说的“端起碗吃肉，放下
碗骂娘”。在东欧剧变前，塞勒尼等（２０１０：１５２）就指出，市场改革虽具
有一定的平等化效应，但也开始造成各种不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和市场导致的不平等会互相强化，而非彼此抵消。

６．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中，生活满意度下降最严重的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但收入不平等也常有益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幸福感的提升
（Ｔ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ｕ，２０１３；迪顿，２０１４）。与“相对剥夺理论”相反，“隧道效
应理论”认为，幸福感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满意度，也受未来预期的影响。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会被认为是经济前景良好的一个信号，会带来更多
的工作机会（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ｉｒｔｈ，

１９９９）。犹如在隧道中堵车，当你看到前面的车辆启动时你会很高兴，
因为你觉得有希望开得更快些了。换言之，激励作用取代了羡慕与嫉
妒。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一些研究支持“隧道效应理论”，发现所
在地区的 基 尼系数越高，个体的幸福感反而更高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２０１０；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而在控制“隧道效应”之后，地
区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负效应（Ｗｕ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３），其中低收入群体所受影响可能更大（黄嘉文，２０１６），那些认为收
入更不平等的人的幸福感会更低（Ｓ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００８）。因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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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因个体阶层地位而异。已有研究
结果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可能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同阶层幸福感的

变化，因此，有必要考察在改革不同时点的阶层之间幸福感差异和可能
的影响因素。

根据中国收入不平等持续上升的变迁状况，从“相对剥夺”和“隧道
效应”分析视角出发，我们形成下述竞争性假设：

Ｈ１ａ：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相对于中下层，中上层变得更幸福。

Ｈ１ｂ：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相对于中下层，中上层并未变得更幸福。

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中国政府的再分配角色不断加强。
借用波兰尼的概念，王绍光（２００８）指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市场社
会”向“社会市场”发展的双向运用，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
示，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７这些社
会政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旨在缩小地区和城乡不平等，主要通过转移
支付和取消农业税；另一类旨在缩减阶层不平等，包括低保、基本医疗
保险８、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些社会政策得以实施反映
了国家再分配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和提升。同时，这也折射出
中国社会正逐步形成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韦森，

２０１２：５－６）。韦森（２０１４）指出，从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
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ＧＤＰ增速的两倍，如今，每个中国人养
政府的钱与每个中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差不多。这导致中央政府掌
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中国人的宏观税负
（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已经和全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韦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９图１实线表明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自改革开放之后逐渐
下降，但自分税制改革之后又逐步上升，如今已趋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期的水平。

７．张展新在２０１５年“社会分层与流动冬季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上的报告中指出，１９９７年之
后的经济社会变革不是市场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向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双重转型。

８．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

９．如２０１０年全国财政收入８．３２万亿元，人均纳税超过了６　３９２元，比政府报告中所给出的

２０１０年７亿多农民人均纯收入５　９１９元还高。２０１３年全国纯税收收入达到１１．０５万亿，意
味着每个中国人的人均纳税超过８　１５３元（韦森，２０１４）。韦森（２０１２）认为，这一发展模式既
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也非一般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也难以找到类似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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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各卷和《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４卷。
图１：国家宏观税负水平（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和财政支出中再分配比例的变化（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宏观税负代表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给定的社会财富中，政府
集中的财富越多，公共支出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居民收入所占比例越
少，因此，有研究认为这会降低居民幸福感（Ｂｊ


ｒｎｓｋｏｖ，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谢

舜等，２０１２）。但也有研究发现，进取型税收政策会提高民众对公共物
品供给的满意度，从而提升其幸福感（Ｏｉ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政府掌握
的财富越多，就越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社会政策对幸福感的影响
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贫困和不平等程度来改善生活质量；二是
通过一系列劳动法规限制雇主和工人的力量，减少个体在市场中可能
遭遇的社会失序压力；三是保障个体在经济中拥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性
（Ｆｌａｖ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第一和第三方面都直接体现了政府的再分配
职能，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表明政府所
掌握的财富中有多少用于阶层间的转移再分配。

１０．无法从国家统计年鉴上获得１９９０年以前财政支出的分项情况。

图１显示宏观税负和再分配能力存在较高的相关性，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的全国宏观税负比例和财政支出中再分配比例的相关系数达到

０．８４４。１０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先加剧，自１９９５年后基
本保持稳定，这一期间政府的反贫困措施和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
甚微（夏庆杰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社会扶持的支出从占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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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支出总额的８％增长到１２．６％，主要用于对穷人的医疗支持和儿童
的教育支出（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福利体系仍存在
巨大城乡分割，城市福利的再分配有效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而农村的福
利体系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微乎其微。但农村累退的福利体系开始向累
进的方向转变，且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收入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大幅度增
加，发挥了巨大的再分配作用（杨穗等，２０１３）。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图

１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汲取和再分配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通过
一系列社会政策向底层进行资源和收入转移。

１１．以往研究侧重考察不同领域公共支出比例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也颇不一致。比
如，有研究显示，社保支出提高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抑制幸福感的提升
（殷金朋等，２０１６）；汤凤林、雷鹏飞（２０１４）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而医疗卫生和
社保支出微弱降低幸福感；鲁元平、张克中（２０１０）则发现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对国民幸福感
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过度条分缕析可能难以窥见全貌，因此把这些公共支出归总，
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的增强会对不同阶层的福祉产生

不同的影响。奥诺和李（Ｏｎｏ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３）认为，福利国家通过资源
再分配，增加了一部分人的幸福感，同时降低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感，

即幸福感再分配存在“零和性”。收入不平等的恶化损害了穷人和中等
收入群体的利益，有利于富人，而对穷人的再分配转移，会导致中等收
入群体和富人幸福感下降。在公共支出中关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等“亲贫式”支出的增长有利于缓解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进而提
高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鲁元平、张克中，２０１０；余英，２０１４）。１１各项
公共支出提升能消减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负效应，但该调节作用仅对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而教育和社保支出的“幸福
效应”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汤凤林、雷鹏飞，２０１４）。虽然进取型税收政
策会提高民众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Ｏｉ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但当税
负过高时，一方面，国家更有能力实施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

部分阶层会感受到沉重的税负压力，导致其幸福感下降。中国的税收
制度可能强化了这一影响，因为中国采取的分类征收模式使工薪阶层
成为主要税负者，而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更易避税（刘扬等，２０１４）。

对于幸福感而言，最佳的收入分配取决于一个社会和不同群体的
比较和嫉羡文化（Ｔ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ｕ，２０１３）。在欧洲，再分配的积极影响对
社会的贫穷群体和左翼倾向者的影响更大。再分配之后的不平等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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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而在东欧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Ｔ．Ｈａｊｄｕ　ａｎｄ　Ｇ．
Ｈａｊｄｕ，２０１４）。对ＯＥＣＤ国家多年数据的分析也显示，政府干预增强
会提升公民的幸福感，而且政府干预对个体幸福感的效应不受个体收
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干预对富人和穷人幸福感的影响差不多
（Ｆｌａｖ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因此，再分配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不仅
因阶层而异，也与特定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以往
研究或关注公共支出的影响，或关注经济发展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未把
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本研究试图考察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对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差异

化影响。但由于纵向时间点数据很少，难以进行纵向比较，因此，本文
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方法。这相当于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视
为是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阶段上的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一个“虚拟时间
序列”（巫锡炜、肖珊珊，２０１３）。所以，本文利用不同省份之间的宏观税
负和再分配水平差异来考察宏观税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并在此基
础上比较地区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效应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形成如
下研究假设：

Ｈ２ａ：宏观税负水平提升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

Ｈ２ｂ：宏观税负水平对较高收入群体的负效应更大。

Ｈ３ａ：再分配水平提升会增加个体的幸福感。

Ｈ３ｂ：再分配水平提升对较低收入群体的正效应更大，或对较高收
入群体的负效应更大。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１２．ＣＧＳＳ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发起实施，具体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ｇｓｓ．ｏｒｇ。ＣＧＳＳ２００５数据未包含西藏、青海、宁夏和港澳台地区，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未包含海南、西藏和新疆和港澳台地区。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年份的数据，是因为它
们最大限度的存在测量一致的变量，兼具一定的时间跨度。１２因变量是
总体幸福感和自我认知的相对比较变量。在本研究中，幸福感为五分
的定序变量。ＣＧＳＳ２００５询问被访者，“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
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您感觉您的生活是：１．非常不幸福；２．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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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３．一般；４．幸福；５．非常幸福”。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询问的题目和选项有所
不同（“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１．非常不幸福；２．比较不
幸福；３．说不上幸福不幸福；４．比较幸福；５．非常幸福”）。以往研究表
明，这类问题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能很好地测量个体幸福感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１９９１）。１３虽然王广州、王军（２０１３）认为把幸福感相邻类
别的差距设定为“１”并不合适，但不少研究都认为 ＯＬＳ结果和次序

Ｌｏｇｉｔ结果基本一致（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Ｗｕ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３；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５），而次序Ｌｏｇｉｔ模型在解释的简洁性上不如

ＯＬＳ模型。因此，本研究把幸福感处理成定距变量，并以次序Ｌｏｇｉｔ模
型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１３．由于这两期问题的选项存在差异，所以对直接比较两个年份之间幸福感均值或比例需持
谨慎态度。

自我认知的主观比较变量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都
是三分类变量。横向比较是与同龄人比较，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较
高”“较低”，还是“差不多／不好说”（参照类）。纵向比较是和自己过去
几年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是“上升”“下降”，还是“差不多／不好说”（参照
类）。虽然在模型中，笔者也用相对比较变量来预测幸福感，但由于两
者都属于主观认知态度，易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主观
比较变量来考察幸福感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自变量包括职业阶层、教育、收入、省级宏观税负和省级再分配水
平。职业分层变量包含７个类别：（１）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包括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层、机关中层和一般干
部；（２）办事人员；（３）个体户；（４）服务员；（５）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体
力工人；（６）农民；（７）无业／下岗人员。其中，农民阶层为参照类。退休
人员按照最后的工作来分类。收入变量为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对数，为
定距变量。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参照
类）、“高中”和“大专及以上”。

宏观税负存在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分别代表政府收入、财政收
入和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郭庆旺、吕冰洋，２０１０），本文采用谢舜等
（２０１２）的指标，选取各省、市、区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衡量宏观税负。
各省、市、区税负水平以各省、市、区财政收入占其ＧＤＰ的比重为指标，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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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ＳＳ调查主要在每年７—８月进行，笔者选取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税负
比重的均值纳入ＣＧＳＳ２００５模型，取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税负比重的均
值纳入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模型。据此计算得到２００５年省级宏观税负水平最
低值为８．１６％，最高值为２３．５１％；２０１３年最低值是１０％，最高值是

２９．２％。以同样方式计算得到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全国税负水平分别
为１６．８１％和２２．６５％。
再分配水平以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例作为

指标。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１４使用与宏观税负指标相同
的计算方式，得到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全国再分配水平分别是２６．３４％
和４１．０４％；２００５年省级再分配水平最低值为２２．３％，最高值为３８％；

２０１３年最低值为２４．６３％，最高值为４５．９％。

１４．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和《中国
统计年鉴（２０１４）》整理得到，年鉴数据皆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１５．出于研究伦理考量，ＣＧＳＳ数据未披露省级以下单位的名称，因此我们只能以省级单位作
为层二变量，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ｇｓｓ．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ｒ＝ｉｎｄｅｘ／ａｒｔａｂｏｕｔ＆ａｉｄ＝１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１＝“男性”，０＝“女性”）、年龄、年龄平方、族群
（１＝“汉族”，０＝“少数民族”）、户籍（１＝“非农／城镇”，０＝“农村”）、党
员（１＝“中共党员”，０＝“非党员”）、自评健康（１＝“健康”，０＝“不健
康”）、婚姻状况（１＝“在婚”，０＝“未处于婚姻状态”）、社会关系是否密
切（１＝“与亲人朋友联系密切”，０＝“不密切或一般”）。年龄及年龄平
方为定距变量，以拟合年龄与幸福感的曲线关系。其他变量都为二分
类变量。
分析模型的选择由因变量特征决定，对幸福感的分析主要采用

ＯＬＳ回归，相对比较变量的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考虑到幸福感测量
本质上是定序变量，因此，在比较样本的模型系数时，都用序次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定序一般线性模型（ＯＧＬＭ）进行检验，以避免未观测到异质性
的影响（洪岩璧，２０１５）。为了考察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影响，笔者
采用分层线性模型（ＨＬＭ）。以往一些研究也考察了类似地区层次变
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并未采用 ＨＬＭ，未将地区层次变量处
理成宏观背景变量，因而忽略了数据的分层结构特性（巫锡炜、肖珊珊，

２０１３）。在本文的ＨＬＭ 中，层一纳入个体层次变量，层二纳入省级层
次变量（省级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１５在层二模型，我们只考察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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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和再分配水平对截距和收入变量系数的影响。１６分析样本选择了

２５—６９岁群体，并删除了存在相关变量缺失值的个案，最终得到２００５
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样本分别为７　７１１个和７　７８３个。１７

１６．之所以考察对收入变量系数的影响，一是因为收入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二是
相比于分析对多分类阶层变量系数的影响，收入系数模型结果的解释更为直观简洁。

１７．两期数据中处于２５—６９岁年龄段的个案样本分别是８　８５８个和９　０４９个，因此缺失比例
分别为１２．０９％和１３．９９％。笔者用多重插补进行了缺失值处理，处理后的分析结果与直接
删除法结果一致，因此在此只报告直接删除法结果。

表１：变量基本情况描述表

变量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幸福感 ３．３９８（０．７６７） ３．７４５（０．８２７）
男性（女性＝０） ０．４７６（０．４９９） ０．５０８（０．５００）
汉族（少数民族＝０） ０．９４２（０．２３３） ０．９１８（０．２７５）
年龄 ４４．６０１（１１．４９７） ４６．８１７（１１．９９１）
城镇户籍（农村＝０） ０．５４５（０．４９８） ０．４０１（０．４９０）
党员（非党员＝０） ０．１１０（０．３１２） ０．１００（０．３００）
自评健康（不健康＝０） ０．６１３（０．４８７） ０．６６５（０．４７２）
在婚（不在婚＝０） ０．９０９（０．２８７） ０．８８２（０．３２３）
亲朋联系密切（不密切＝０） ０．６２１（０．４８５） ０．５２５（０．４９９）
职业阶层（％）
　管理／专业人员 １１．３０　 １５．２４
　办事人员 ５．８０　 ５．５９
　个体户 ５．１５　 ９．７３
　服务员 ９．９１　 ９．１６
　工人 １７．７３　 １６．８８
　农民 ４０．４６　 ２４．８１
　无业下岗人员 ９．６６　 １８．５９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３６．６２　 ３２．７９
　初中 ３１．１２　 ３２．３５
　高中 ２２．３７　 １９．１４
　大专及以上 ９．８８　 １５．７０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５．６３１（１．０７４） ６．９６２（１．１４７）
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过去（％）
　好 ４０．０６　 ４０．４１
　差不多 ３９．６７　 ４９．７２
　差 ２０．２７　 ９．８７
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同龄人（％）
　好 ６．００　 ４．４７
　差不多 ５６．７６　 ６０．２９
　差 ３７．２３　 ３５．２４
省份宏观税负水平（％） １１．９９（３．４８） １５．９９（４．６０）
省份再分配能力（％） ３２．２７（３．４６） ４０．８２（２．６１）
Ｎ　 ７　７１１　 ７　７８３
　　注：表中数值为均值或百分比，括号内为标准差。

·８１１·

社会·２０１７·２



三、谁更幸福？

（一）阶层幸福感差异的变迁
表２显示，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各阶层在２０１３年的幸福感都有显著提

升。１８同时，通过简单比较显示，底层的提升幅度要大于中上阶层的管
理／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因此，初步表明假设 Ｈ１ｂ更符合近十年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即中下层的幸福感上升更快。为了消除其他可
能变量的影响，笔者对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数据分别进行 ＯＬＳ回归，结
果见表３。

１８．由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调查对幸福感的测量存在差异，因此对于直接简单比较年
份均值需持谨慎态度。同一年份的群体间比较则避免了这一问题。

表２：阶层的幸福感变迁（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

职业阶层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度差异

管理／专业人员 ３．６４８（８７１） ３．８８９（１　１８６） ＋０．２４１＊＊＊

办事人员 ３．５５５（４４７） ３．８４８（４３５） ＋０．２９３＊＊＊

个体户 ３．４６９（３９７） ３．８１２（７５７） ＋０．３４４＊＊＊

服务员 ３．４０６（７６４） ３．６５９（７１３） ＋０．２５３＊＊＊

工人 ３．４１３（１　３６７） ３．７３０（１　３１４） ＋０．３１７＊＊＊

农民 ３．３３４（３　１２０） ３．７０１（１　９３１） ＋０．３６７＊＊＊

无业下岗人员 ３．２１０（７４５） ３．６７７（１　４４７） ＋０．４６７＊＊＊

　　注：１．括号中为个案数。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采用双尾ｔ检验。

　　表３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但未纳入教育和收入变量的模型

Ａ１和模型Ｂ１中，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幸福感差异。在２００５年，管理／

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的幸福感都显著高于农民，但工人的效应幅
度相对小很多。服务员的正效应幅度与工人接近，但仅为边缘性显著。

个体户系数虽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而无业下岗人员的幸福感显著
低于农民，其效应幅度与工人高于农民的幅度接近。在２０１３年的模型

Ｂ１中，阶层差异仍然很显著，但又有所变化。管理／专业人员、办事人
员和工人的幸福感依然显著高于农民，但效应幅度都比２００５年有所下
降。个体户的效应变得显著高于农民，而服务员系数不显著，即与农民
没有差别，无业下岗人员的幸福感也于农民无显著差异。可见，相对于
农民和无业下岗人员而言，管理／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的幸福感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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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ＯＬＳ回归分析表

变量
２００５

模型Ａ１ 模型Ａ２ 模型Ａ３
２０１３

模型Ｂ１ 模型Ｂ２ 模型Ｂ３
职业阶层

　管理／专业人员 ０．２５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办事人员 ０．１８６＊＊＊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个体户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４）

　服务员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工人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高中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大专及以上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０．１６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过去

　好 ０．２６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差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７）

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同龄人

　好 ０．２１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差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男性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３＊＊＊－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汉族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４）

年龄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０．０２８＊＊＊－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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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城镇户籍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５＊＊＊－０．０５１＊ －０．０９０＊＊＊－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党员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自评健康 ０．３３２＊＊＊ ０．２９６＊＊＊ ０．２３０＊＊＊ ０．２９９＊＊＊ ０．２７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在婚 ０．４３６＊＊＊ ０．４４８＊＊＊ ０．３７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６＊＊＊ ０．３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亲朋联系密切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５１＊＊＊ ０．２４０＊＊＊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常量 ３．４２６＊＊＊ ２．６５０＊＊＊ ３．３１４＊＊＊ ４．０２０＊＊＊ ３．４９０＊＊＊ ４．０１７＊＊＊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３８）

Ｒ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４　 ０．２５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９
Ｎ　 ７　７１１　 ７　７１１　 ７　７１１　 ７　７８３　 ７　７８３　 ７　７８３

　注：１．“职业阶层”“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相对于过去”“社会地位相对于同龄人”
的参照组分别为“农民”“初中”“差不多”和“差不多”。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里为
稳健标准误。

的上升幅度更小。这一差异是显著的，我们可以从表４的交互项结果
得到确认。

表４的模型是以表３的模型Ａ１和模型Ｂ１为基础，但把２００５年
和２０１３年数据合并，用年份变量与阶层变量进行交互，分别用ＯＬＳ回
归、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和 ＯＧＬＭ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无业下岗人
员外，其他阶层与年份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皆显著为负。这说明农民和
无业下岗人员的幸福感提升幅度最大，显著大于其他阶层。此外，

ＯＧＬＭ结果中的方差方程系数ｌｎ（ｓｉｇｍａ）显著，即２０１３年幸福感模型
的残差标准差是２００５年模型的１．２３倍 ［ｅｘｐ（０．２１０）＝１．２３］。这提
示我们，这两个年份的幸福感影响模式很可能存在差异。

在表３模型Ａ１和模型Ｂ１基础上，我们继续纳入教育和收入变
量，得到模型Ａ２和模型Ｂ２。结果显示，教育和收入可以解释大部分的
阶层差异，而且起主要作用的是收入变量，教育的效应并不明显。２００５
年，即使在控制收入和教育后，无业下岗人员的幸福感仍显著低于农
民。但到２０１３年，无业下岗人员的系数虽然还是负的，但已不显著。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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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职业阶层与年度交互项的幸福感模型结果（２００５年为参照类）（Ｎ＝１５　４９４）

变量 ＯＬＳ简单交互 定序Ｌｏｇｉｔ简单交互 ＯＧＬＭ

职业阶层

　管理／专业人员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８）－０．４７９＊＊＊ （０．１０１） －０．５２４＊＊＊（０．１１３）
　办事人员 －０．１４７＊＊ （０．０５３）－０．４０１＊＊ （０．１４２） －０．４３３＊＊（０．１５８）
　个体户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２）－０．０８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４９）
　服务员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７）－０．４５６＊＊＊ （０．１２１） －０．４９９＊＊＊（０．１３４）
　工人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６）－０．２５６＊＊＊ （０．０９３） －０．２７６＊＊＊（０．１０４）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２）
Ｌｎ（ｓｉｇｍａ）年份 ０．２１０＊＊＊（０．０１７）

　　注：１．控制性别、族群、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党员、自评健康、婚姻状况和亲
朋联系变量，即主效应变量与模型Ａ１和Ｂ１相同。

　 ２．“职业阶层”的参照组为“农民”。
　 ３．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
准误。

２００５年，服务员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到２０１３年，控制收入和教育之
后，服务员阶层的幸福感已显著低于农民。

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几乎没有显著影响，１９这可能与教育扮演的双
重角色有关。李骏和吴晓刚（２０１２）在研究公平观念时指出，教育一方
面具有利己主义效应，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也越
高，但同时其启蒙性质又能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对不平等持批判
态度。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类似机制。一般来说，受过更高
教育的人拥有更高的职业和社会预期，但这些预期往往难以实现，因此
会对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Ｗｉｔｔ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所以，教育程度与幸
福感可能呈现倒Ｕ形关系（余英，２０１４）。

１９．黄嘉文（２０１３）也认为高考扩招之后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降低。

２０．较大的Ｒ２很可能是由于主观比较变量与幸福感都属于主观感知变量，存在很强的内
生性。

收入的效应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我们通过加入主观比
较变量来考察相对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Ａ３和模型Ｂ３旨在考察
主观比较变量对阶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力。虽然主观比较变量对幸福
感的解释贡献度较高（Ｒ２ 提高幅度较大），２０但对阶层差异的解释力不如
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客观变量。与模型Ａ１相比，模型Ａ３中管理／专业人
员和办事人员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即在控制主观比较后，这两
个阶层的幸福感仍显著高于农民。模型Ｂ３与模型Ｂ１相比，管理／专业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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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户的系数有所降低，但仍都是正向显著。横向比
较和纵向比较变量的效应与预期一致，即个体若认为比其他人过得好或
比过去过得好，则更幸福，反之则更不幸福。其他控制变量的效应与前
人研究大多一致，由于非本文关注重点，在此不做讨论。

表３显示，２０１３年模型的Ｒ２ 远小于２００５年模型，这是否意味着
社会经济变量对幸福感变异的解释力下降了？谢宇等（Ｘｉｅ　ａｎｄ　Ｊｉｎ，

２０１５）指出，中国目前的不平等主要不是收入，而是财富不平等。由于
表３模型未考虑财富变量，因此，笔者在模型Ａ２和模型Ｂ２基础上加
入住房拥有数这一变量，２１得到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模型的Ｒ２ 分别是

０．１７７和０．１１４，与表３结果并未有显著差异。换言之，结果并不能说
明，与收入相比，财富对２０１３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很
难说Ｒ２ 的变化反映了财富在影响社会成员幸福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越来越重要。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除了物质水平等经济变量之
外，还包括政治参与和权利等因素（弗雷、斯塔特勒，２００６；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那么，是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经济变量对个体幸福
感的影响日益重要？这些都仅仅是理论上的猜测，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探讨其中原委。

２１．家庭财富以拥有房产的数量作为测量指标：０＝“无”；１＝“１套房产”；２＝“２套及以上
房产”。

２２．为行文简便，表５仅报告了省级层次变量结果，并把两个省级层次模型结果放到同一个
表格中，读者需注意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是分开纳入模型的。

（二）阶层幸福感差异与宏观税负和再分配
表４说明，与农民和无业下岗人员的幸福感提升幅度相比，其他阶

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显著较小。这一结果更倾向于支持假设Ｈ１ｂ而非
假设Ｈ１ａ，即，近年来虽然不平等无显著改善，但并未使底层的幸福感下
降或上升更慢，反而是上升更快。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增强导致这一现
象吗？我们用分层线性模型（ＨＬＭ）分别考察省级宏观税负和省级财政
支出中再分配水平对个体幸福感截距以及收入系数的影响（参见表５）。

模型Ｃ１、模型Ｃ２、模型Ｄ１和模型Ｄ２在个体层次上分别与模型

Ａ１、模型Ａ２、模型Ｂ１和模型Ｂ２相对应。在省级层次上，我们分别纳
入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变量。２２在省级层次甲部分，宏观税负变量仅
在２００５年对收入系数有显著正效应。这表明宏观税负水平对所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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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个体的幸福感没有影响，但它会影响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程度。

２００５年，宏观税负增加会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这一系数在

２０１３年并不显著，说明宏观税负对收入的幸福感效应不产生影响。在
省级层次乙部分，２００５年再分配水平对个体幸福感没有影响，但对收
入系数有显著正效应。在２０１３年，再分配水平对个体幸福感的负效应
变得边缘性显著，但对收入系数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在２００５
年，再分配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提升高收入者的幸福感，而在２０１３年
再分配水平的提高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回报不存在差异化影响。

表５：影响幸福感的个体与省份层次变量的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变量
２００５

模型Ｃ１ 模型Ｃ２
２０１３

模型Ｄ１ 模型Ｄ２
个体层次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教育＋收入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阶层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层次甲

　税负水平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０．００６）

　税负水平×月收入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个体层次方差 ０．４６９　 ０．４６７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６

　省份层次截距方差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省份层次收入方差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省份层次乙

　再分配水平 －０．００９（０．００７）－０．００９（０．００７）－０．０１４＃（０．００８）－０．０１３＃（０．００８）

　再分配水平×月收入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个体层次方差 ０．４６９　 ０．４６７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６

　省份层次截距方差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省份层次收入方差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个体层次Ｎ　 ７　７１１　 ７　７１１　 ７　７８３　 ７　７８３
省份层次Ｎ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根据上述结果可见，首先，假设 Ｈ２ａ未得到证实，无论２００５年还
是２０１３年，宏观税负都对个体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这与谢舜等
（２０１２）的研究结果相左。再分配水平也未对个体幸福感有正效应，反
而在２０１３年存在可能的负效应，这也与假设 Ｈ３ａ相悖。其次，假设

Ｈ２ｂ和假设 Ｈ３ｂ都未得到证实，２００５年模型中，宏观税负、再分配水
平与收入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加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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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两个变量与收入交互项系数在２０１３年
都不显著。第三，２０１３年的整体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比２００５年高
出不少，无论是国家还是各省、市、区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宏观税负和
再分配水平对较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阈限”效应。当宏
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过高时，其对较高收入群体的提升效应（或是对不
同收入群体的调节效应）会消失。

（三）相对比较的阶层差异
为了检验中下层幸福感上升更快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主观

比较变量进行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考察纵向和横向比较感知的阶层差异
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间是否有所不同（见表６）。由于目的是比较阶层
差异，所以在模型中仅纳入控制变量和阶层变量。在与同龄人比较的
横向比较模型中，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的阶层差异变化不大，仅是各阶层
系数在效应幅度上有所减小。其他阶层的横向比较感知都显著高于农
民和无业下岗人员。但在自我纵向比较模型中，两个年份的阶层差异
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在２００５年，与农民相比，管理／专业人员显著认为
比过去三年过得好，无业下岗人员显著自认为过得不好，而其他阶层都
与农民无显著差异。但到了２０１３年，与农民相比，管理／专业人员和个

表６：纵向和横向比较职业阶层差异的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

变量
自我纵向比较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同龄人比较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管理／专业人员 ０．４１５＊＊＊ （０．０９７）－０．１３４ （０．０８８）１．４９１＊＊＊ （０．１０９）０．８９７＊＊＊ （０．０９８）
办事人员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１）－０．３２３＊＊（０．１１５）０．９７２＊＊＊ （０．１３６）０．７２３＊＊＊ （０．１２３）
个体户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９）０．８２７＊＊＊ （０．１２８）０．５９５＊＊＊ （０．０９７）
服务员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０．３８３＊＊＊（０．０８９）０．６９０＊＊＊ （０．１１２）０．１７０＃ （０．０９８）
工人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６）－０．２２５＊＊（０．０７４）０．５１６＊＊＊ （０．０９２）０．１６１＊ （０．０７９）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７６４＊＊＊ （０．１０９）－０．４４６＊＊＊（０．０７３）－０．０９２ （０．１１１）－０．０７６ （０．０７４）
切点１ －２．８７０＊＊＊ （０．３５３）－３．５４６＊＊＊（０．３６５）－０．９３２＊ （０．３７９）－０．７６７＊ （０．３７８）
切点２ －０．９３４＊＊ （０．３５２）－０．８６４＊ （０．３６２）２．６２１＊＊＊ （０．３８１）３．１７４＊＊＊ （０．３８１）

－ＬＬ　 ７　７２１．５９　 ７　１６７．５８　 ６　１６５．８７　 ５　９３６．２４
伪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０
Ｎ　 ７　７１１　 ７　７８３　 ７　７１１　 ７　７８３
注：１．控制“性别”“族群”“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党员”“自评健康”“婚姻状
况”和“亲朋联系”变量。

２．“职业阶层”的参照组为“农民”。
３．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中
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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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户均无显著差异，而办事人员、工人、服务员和无业下岗人员都显著
倾向于认为比过去三年过得差。如表７所示，进一步的交互项和

ＯＧＬＭ检验表明这一纵向比较感知地位的下降，至少对管理／专业人
员来说是显著的。

表７：纵向、横向比较的职业阶层与年份交互项结果（２００５年为参照组）（Ｎ＝１５　４９４）

变量
自我纵向比较

简单交互项 ＯＧＬＭ

同龄人比较

简单交互项 ＯＧＬＭ
管理／专业人员－０．２６３＊＊（０．１０１）－０．１９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８）

办事人员 －０．１０９ （０．１４０）－０．０３４ （０．１２１） ０．３４６＊（０．１５９） ０．３２１＊ （０．１５２）

个体户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０ （０．１４１）

服务员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７）

工人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３）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７９３＊＊＊（０．１１６） ０．８０７＊＊＊（０．１０１） ０．４８６＊＊＊（０．１１４） ０．５００＊＊＊（０．１１０）

Ｌｎ（ｓｉｇｍａ）年份 －０．３０９＊＊＊（０．０２２） －０．０９７＊＊＊（０．０２１）

注：１．控制“性别”“族群”“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党员”“自评健康”“婚姻状
况”和“亲朋联系”变量。

２．“职业阶层”的参照组为“农民”。
３．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中
为稳健标准误。

四、讨论

２３．模型中收入变量是定距变量，因此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对幸福感
的效应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抽样调查数据很难调查到特高收入群体，而且我们对收
入取了对数，因此，我们这里使用较为含糊的“较高收入群体”。感谢《社会》审稿人的提醒。

　　社会心态和感受虽有其独立的逻辑，但本质上是对客观社会变迁
现实 的 深 刻 反 映 和 洞 察 （周 晓 虹，２０１４；高 勇，２０１５）。通 过 对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阶层的幸福感差
异模式已有所变化。第一，虽然各阶层的幸福感都有显著提升，但变化
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中下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明显大于中上层。这促
使我们重新检视关于中国各阶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还是上升的

争论。第二，本研究认为，近年来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增强在这一过程发
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使其有能力对社会中下层进
行转移性补偿。整体宏观税负水平和再分配水平对收入的幸福感回报
存在阈限效应。在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整体较低的情况下，宏观税
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加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２３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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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这一效应会消失。第三，同
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和教育解释，而
模型比较显示，这些社会经济变量在２０１３年的解释力有较大幅度下
降，表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能发生了变化。
幸福感的阶层差异变迁反映了什么？是否表明在“谁获得什么以

及为什么”这个问题上，如今的答案已异于往昔？塞勒尼（Ｓｚｅｌéｎｙｉ，

２０１３）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自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论”之后，市场与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始终是
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主题，如今中国社会虽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议题并未过时。近些年国家汲取能力和再分配
能力的迅速增强，必将对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变迁产生巨大影
响。孙立平（２００９）曾提出“底层绝望”是比贫困更可怕的问题，近来与
“阶层固化”议题一起受到公众广泛关注。我们则更想了解这种“绝望”
心态在不同阶层中到底占多大比例？本文的发现似乎与“底层绝望”论
断并不一致。怀默霆（２００９）指出，对中国不平等最不满的那些人并不
集中在最底层，“社会火山”这一隐喻也并不准确。李路路和朱斌
（２０１５）指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从“体制排斥”
向“市场排斥”转化。这一转化虽然依然存在阶层固化的风险，但能够
提高社会开放性，激发社会活力。不同阶层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结构变
迁的主观感受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考察。
让民众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是中国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社

会政策是其实现的必经之路。幸福感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助于政府的
经济政策制定，包括反贫困政策、福利政策、评估政府的支出效应和税
收政策等（弗雷、斯塔特勒，２００６）。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民众在后共产
主义时代幸福水平的降低是与国家的退出和私营部门的扩张相同步的

（Ｂａｎｄｅｌｊ　ａｎｄ　Ｍａｈｕｔｇａ，２０１０）。中国香港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
不能一味注重发展经济，必须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寻找平衡点，
因为强调劳动力商品化等政策会降低个体幸福感，而注重公平及保护
性社会政策有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Ｗ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在福利国
家，幸福感深刻反映了物质资源的再分配，国家把幸福感从优势群体向
弱势群体转移再分配（Ｏｎｏ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３）。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否也在
向强势再分配国家这一方向迈进？本文认为，近年来的保护性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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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底层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也需注意平衡再分配政策对各阶
层的不同影响。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民众的“底层认同”在不断
扩大，“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冯仕政，２０１１）。本文所发现的中上层幸
福感提升不如中下层是否也是这一趋势的表征？近年来，社会上弥散
着“中产焦虑”氛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
于上层权贵和底层民众之间，沦为社会“夹心层”（钱民辉、扈秀海，

２０１３：１４１－１５３）。因此，如何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是未来社会政策必
须面对的挑战。２４

２４．科尔奈（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３，转引自塞勒尼，２０１０：１８３）曾指出，经济学家应该像医生为病人开
药方一样，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有疗效的操作方案。一个国家的经济常常受好几种“疾病”
的困扰；经济学家必须决定应该优先考虑应对哪种疾病，因为在应对一种疾病的同时，常常会
导致另一种疾病的恶化。塞勒尼认为这一隐喻同样可以应用到社会政策上。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幸福感模式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民众
对幸福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影响幸福的客观个体变量和宏观
体制环境发生了变化。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收入和福利供给等因
素的影响，对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谐的劳动关系和有保障的劳动权
益缺乏关注（蔡禾，２０１４）。要对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做出精确描述尚需
定量和定性数据的进一步搜集和分析。再次，对于国家再分配能力迅
速提升的内在逻辑和机理缺乏深入探讨，这虽非本文重心所在，却是理
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未来走向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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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７（５２）：２２４６３－
２２４６８．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Ｒｏｂｓｏｎ　Ｍｏｒｇａｎ，Ｍａｌｇｏｒｚａｔａ　Ｓｗｉｔｅｋ，ａｎｄ　Ｆｅｉ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９（２５）：９７７５－９７８０．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Ａｄａ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Ｈｏ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４（４９７）：６４１－６５９．

Ｆｌａｖ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ｃｅｋ，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２０１１．“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９（２）：
２５１－２６９．

Ｆｌａｖ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ｃｅｋ，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２０１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９２（４）：１２４１
－１２５８．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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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ｈａｍ，Ｃａ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ｅｔｔｉｎａｔｏ．２００２．“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ｒｓ：Ｗｉｎｎｅｒｓ，Ｌｏ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８（４）：１００－１４０．

Ｈａｊｄｕ，Ｔａｍáｓ　ａｎｄ　Ｇáｂｏｒ　Ｈａｊｄｕ．２０１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Ｏｐｅ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８）．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Ａｌｂｅｒｔ　Ｏ．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７（４）：５４４－５６６．

Ｈｕ，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３．“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８（３）：４７７－４８６．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Ｒｏｎａｌｄ，Ｒｏｂｅｒｔｏ　Ｆｏ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ｌｚｅｌ．２００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９８１—
２００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２６４－２８５．

Ｋｎ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ｉ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２０１０．“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ｏｍ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６（３）：５０６－５３４．

Ｊｉａｎｇ，Ｓｈｉｑｉｎｇ，Ｍｉｎｇ　Ｌｕ，ａｎｄ　Ｈｉｒｏｓｈｉ　Ｓａｔｏ．２０１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０（６）：１１９０－１２００．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ｒｔｈ．１９９９．“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５０（１）：２８－４８．

Ｏｎｏ，Ｈｉｒｏｓｈｉ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Ｌｅｅ．２０１３．“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９２（２）：７８９－８１４．

Ｏｉｓｈｉ，Ｓｈｉｇｅｈｉｒｏ，Ｕｌｒｉｃｈ　Ｓｃｈｉｍｍａｃｋ，ａｎｄ　Ｅｄ　Ｄｉｅｎｅｒ．２０１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１）：８６－９２．

Ｓｍｙｔｈ，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Ｑｉａｎ．２００８．“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４（２３）：１－１０．

Ｓｔｅｖｅ，Ｃｒａｂ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ｏ　Ｗｕ．２０１１．“Ｃｈｉｎａ’ｓ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　Ｆｌａｔ　Ｌｉｎ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ｕｇ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ｌｌｕｐ．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８８５３／ｃｈｉｎａ－ｐｕｚｚｌｉｎｇ－ｆｌａｔ－ｌｉｎｅ．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Ｊｕｌｙ　１，２０１５．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Ｂｅｔｓｅ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Ｗｏｌｆｅｒｓ．２０１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３（３）：５９８－６０４．

Ｓｚｅｌéｎｙｉ，Ｉｖáｎ．２０１３．“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６（２）：３－３１．

Ｔａｏ，Ｈｕ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ｈ－Ｙｕｎｇ　Ｃｈｉｕ．２０１３．“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５（６）：７７５
－７９１．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Ｒｕｕｔ．１９９１．“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１－３４．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Ｒｕｕ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ｇｅｒｔｙ．２００６．“Ｒｉ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６—２００４：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９（３）：４２１－４３６．
Ｗａｎｇ，Ｊｉａ　ａｎｄ　Ｙｕ　Ｘｉｅ．２０１５．“Ｆｅｅｌ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Ｒｉｃｅ　Ｂｏｗ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３）：２０３－２１７．

Ｗｉｔｔ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ｏｒｒｉｓ　Ａ．Ｏｋｕ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Ｓｔｏｃｋ，ａｎｄ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Ｊ．Ｈａｒｉｎｇ．１９８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２）：１６５－１７３．

Ｗｏｎｇ，Ｃｈａｃｋ　Ｋｉｅ，Ｋａ　Ｙｉｎｇ　Ｗｏｎｇ，ａｎｄ　Ｂｏｎｇ　Ｈｏ　Ｍｏｋ．２００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Ｒｉ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８（３）：４０５－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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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Ｗｕ，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ｕｎ　Ｌｉ．２０１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ＰＳ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１３－７９６．

Ｘｉｅ，Ｙｕ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ａｉ　Ｊｉｎ．２０１５．“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７（３）：２０３－２２９．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０８．“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２—２００４：
Ａｎ　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７３（２）：２０４－２２６．

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ｌａｎ．２０１２．“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ｄｂ．ｏｒｇ／ｓｉｔｅ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７６０７６／４４１５２－０１２－ｒｅｇ－ｔａｃｒ－２０．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Ｊｕｌｙ　１，
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张　军

·２３１·

社会·２０１７·２


